
 

签字审计师与企业高管同姓会促使
他们相亲相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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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姓”关系作为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拟亲关系，影响彼此的亲疏远近。文章以2004—

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CEO与签字审计师之间的“同姓”关系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应计

盈余管理显著减少，但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增加。进一步区分签字审计师角色后发现，CEO与审计项目负

责人的“同姓”关系导致这一效应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CEO和同姓的签字审计师均为男性时，“同姓”

影响较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同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审计质量。这为审计结果的研究提供了

来自姓氏文化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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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直接联结历史、祖先与族群的纽带，姓氏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民族“文化认同”价值与

意义的符号。“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标志，

“氏”作为姓的分支，是子孙繁衍后各个分支所特有的符号标记。姓氏在产生之初，标志了社会

结构中的血缘关系。因而，拥有相同姓氏的人群具有同一个“血脉根源”，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同

姓即同祖”。对共同姓源及始祖的文化认同无形之中拉近了同姓之人的心理距离，使他们心生

亲切感（郭站红，2009）。正如《晋语》所云：“人之本心，自然有爱。爱之所及，先及近亲。同姓是

亲之近者，其爱之美必深。”亲近感和归属感促进了同姓联结需求和同姓联结行为。自先秦时

代，民间开始出现“同姓通谱”，也即是，在同姓者或同姓宗族间通过合作编撰谱碟进行的认同

共祖和连通世系的活动。顾炎武认为，“重同姓”的思想是通谱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当今社

会，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中涌现出同姓组织的宗亲会（“宗亲会”是民俗称呼，学术用语

为“同姓团体”），并显示了跨区域联合的趋向。在这种新宗族关系中，人们本着对“血脉根源”的

认同与追寻，互相保护、互相提携、共同御外（钱杭，2011）。由此可见，姓氏作为具有历史延续

性的身份认同纽带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甚至成为区隔“自己人”与“外人”的一种重要标志，影响

着个人的行为取向。俗语说：“同姓一家亲，是亲三分向”，便是这种同姓情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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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审计是保障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机制，其决策过程看似理性，事实却并非如

此。审计师很可能会遵从内心感觉（gut feel）做出决策，而非理性思考（Humphrey和Moizer，
1990）。作为非理性因素之一的情感，影响审计师的行为选择。因此，审计师与高管之间的非业

务关系
①

极易影响彼此的决策，而审计沟通的互动性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Guan等，2016）。

在中国这个关系色彩浓郁的社会里，“同姓”关系作为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拟亲关系（邓燕

华，2006），是个人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King，1991），甚至都成为人们拉关系的典型方法。

CEO作为企业高管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张信东和郝盼盼，2017），对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承

担直接责任。假如CEO与签字审计师拥有共同的姓氏，这种“同姓”关系是否会导致签字审计师

在 审 计 结 果 上 对 客 户 给 予 “优 待 ” ？ 这 是 个 颇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待 检 验 命 题 。 鉴 于 此 ， 我 们 以

2004–2014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的视角，就CEO与签字审计师

之间的“同姓”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CEO与签字审计师的“同姓”关

系会提高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并导致公司更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调节

利润，应计盈余管理方式相对减少。同时还发现，CEO与审计项目负责人的“同姓”关系导致上

述效应更为显著，签字审计师和CEO的性别是影响“同姓”效应的重要因素。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大量文献从签字审计师的角度，研究个体的人口特征和执业

经验等如何影响审计决策（吴伟荣等，2017；闫焕民，2015），但从姓氏文化的角度考察签字审计

师个体行为的研究相对偏少。本文立足于这一传统文化背景，基于群体认同视角，关注签字审

计师个体的行为取向，因此丰富了个体审计决策影响因素领域的理论文献。第二，现有文献着

眼于审计师的独立性，讨论并检验了高管与签字审计师之间的“前同事”关系和“同窗”关系对

审计质量的影响（Lennox，2005；Guan等，2016），这两种关系作为业缘关系，产生并发展于个人

此前的社会经历，而本文关注的“同姓”关系，可被视为血缘关系泛化后形成的拟亲关系，其与

业缘关系的形成路径截然不同，且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本文考察签字审计师与CEO的

“同姓”关系，为签字审计师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学术增量文献。

二、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作为监督机制，其效用不可避免地受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

社会联系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Hwang和Kim（2009）通过校友、老乡、服军役、专业和行业背

景等方面刻画董事和CEO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现其削弱了公司治理，具体表现在较高的CEO薪

酬、较低的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及较低的CEO离职和业绩间的敏感性。刘诚等（2012）发现与

CEO有老乡、校友、共同工作经历这三方面的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被任命为独立董事，而这种

任命没有增强董事会的建议功能。此外，与董事有社会关系的CEO实施了更多的价值损害型并

购（Fracassi和Tate，2012），更倾向于进行高风险投资（陆瑶和胡江燕，2014）。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重要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审计师与客户管理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监

督效用的影响同样受到学界的关注。Menon和Williams（2004）以“旋转门”现象为切入点，发现高

管曾经在现任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的公司有更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Lennox（2005）的研

究结果显示有“旋转门”现象的公司更容易收到清洁的审计意见。吴溪（2010）基于案例研究的

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这些证据表明“旋转门”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削弱了审计质量。Guan等

（2016）着眼于高管与审计师的校友关系，发现其削弱了审计师的独立性，体现在更低的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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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际关系可分为三种：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此外“审计师与高管之间的非业务关系”主要是指纯情感

或饱含情感的混合性关系。



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多的盈余管理和更高的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不同于上述文献所勾画的业缘

或地缘关系，以宗姓为纽带的原生性关系具有行动逻辑和作用方式上的异质性。近年来，有研

究开始对此种关系互动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Tan等（2017）认为同姓的董事会成员具有较强的

互依性，易于彼此妥协，甚至共谋。其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较高的姓氏一致性影响了董事

会效率，降低了公司价值，具体体现为超额的经理人薪酬，董事的否定意见的减少，关联方交

易的增加，而公司的创新活动亦受到抑制。Du（2017）发现，若签字审计师与CEO同姓，已审财务

报表以后年度被重述的概率显著增加。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探讨签字审计师

与CEO的“同姓”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姓氏是代表中国传统宗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姓氏起着“明血

缘、别婚姻、分贵贱、辨亲疏、团结同姓及巩固宗法制大家族”的作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千古推崇的尊祖敬宗和宗族伦理思想在姓氏文化中得到集中呈现。正如宋代大儒张载在

《经学理窟》中对姓氏文化的阐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经过千年的

传承，姓氏文化已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倾向于对周边人进行姓氏区分。

例如，与对方初次见面时，习惯于互问姓氏。如遇同姓之人，悄然心生亲切感。周欣悦等（2006）

通过实验发现，被试者偏好那些和自己的姓相似的对方。张孔明（2013）认为姓氏偏好效应是原

生内隐自尊效应的一种。其实验结果显示，被试者偏好选择与自身姓氏一致的合作伙伴。基于

此，其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存在姓氏偏好效应。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共同的特质促使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意识到群

体成员身份带给其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和Turner，1986）。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是一

个由诸多群体组成的异质性集合体，人们通过群体成员身份来获得对于自我的概念。对特定群

体的成员而言，社会群体有“内群”和“外群”之分，群体成员自然地形成“内群偏好”（ in-group
favoritism）及“外群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内群偏好”源自群体成员间的共属感和认同

感，这种共属和认同引起个体对同群体内其他成员的信任、正面评价与合作。

“姓”作为种族的称号而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有群体性（郭站红，2009）。其反映了遗传基因

的相关性（Grilli和Allesina，2017），界定了宗族成员的资格标准，代表了“本同一根”的文化同源

性。对同姓者而言，“近而同宗，远而共祖。支派难分，本源则一”。一方面，中国人历来奉行寻根

归宗，讲究重生报本，甚于世界其他民族。对于远祖，重其历史名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

象。因此，源于同根同宗的“文化认同”形成群体认同之核心。另一方面，宗族成员共享的互助

协作和相亲相向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为群体认同奠定了心理基础与情感支持。在姓氏文化

中，家谱、祠堂、家训、家规、堂号、字辈谱等往往伴随着宗族的集体仪式或活动，成为加强宗族

成员间的责任意识或凝聚力的重要载体（Tsai，2004；郭云南和姚洋，2013）。《江南宁国府太平县

馆田李氏宗谱》云：“人有宗族然后长久，犹水木有本源，则亲睦尚焉。后世浇薄成风，视若秦

越，是不知子姓之众，皆祖宗一脉所分也。顾一树千枝，总是一树一源，万派总是一源。今日子

孙当知本根之是，庇患相顾，有无相济，绶急相通，尽其欢欣，爱恰不察乎？”类似地，《宁乡欧阳

氏•家规》谓：“以世代论则有亲疏，以祖宗视则均属一体。一本而视若途人，途人更居何等？地

虽隔属，亦宜欢若平生；人纵殊班，必当待之破格。”《湘潭颜氏•家规》云：“宗族之中，虽支分派

别，自祖宗视之，犹一身也。一身肢体，断无不相照应之理。所以有无相通，缓急相顾，乃是本分

寻常事。”这种互助相济的价值观普见于不同宗族的伦理教化，成为同姓之群体共通的文化心

理积淀与因循的行为规范。因此，在一个有同姓、异姓共同参与的情境中，个体会对同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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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产生积极的内群体趋同倾向，即对共同祖先的文化认同使其主观上感知自己与他人共

属。这种身份认同最终表现为偏私行为。即倾向于正面评价同姓成员，给予对方有利的资源，

愿意与其合作且不求完全对等的回报。故此，同姓成员之间容易根据利益需要而结成联盟。

翟学伟（2014）认为，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具有情境性，其行为选择明显依赖于具体情境。在

CEO与自身同姓的情境下，签字审计师能否秉持公正无偏之立场值得质疑。原因在于，审计师

的判断和决策建立在双方沟通的基础之上，在沟通过程中，审计师会对客户产生无意识的偏向

和无根据的信任。Nelson（2009）认为无意识的偏向和无根据的信任会直接影响审计师对客户

风险的判断。因此，审计师可能会高估同姓CEO的可信度，低估客户的重大错报风险。同时，在

同理心的作用下，审计师倾向于对客户“网开一面”，满足客户对标准审计意见的强烈偏好。选

择性知觉理论认为，如果审计之初审计师倾向于认为错报风险较低，则审计师很可能对支持该

假定的证据较为关注，而忽略与假定相悖的信息，从而引致证实性偏差。依此，我们认为，这种

独立性的降低会导致同姓的签字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降低审计标准，默许管理层更多的随意

性判断，压缩必要的审计程序来减少对说服性证据的搜集，以妥协于CEO对标准审计意见的强

烈诉求。在此过程中，双方较为积极的沟通意愿和较低的协调成本更是为这种偏私和变通行为

提供了便利。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更有可能使得公司获得标准审计

意见。

2. 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通过盈余管理，管理层可实现提高薪酬、增加在职消费、获得政治升迁等控制权私有收益；

公司亦可迎合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求，避免因连续亏损而触及退市政策临界点，抑或达到配股、

增发的盈利指标门槛进而取得再融资资格。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下，管理层通过改变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来操纵会计信息。由于操纵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财务报表发生错报的概率，因此审

计师将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作为衡量审计风险高低的直接依据（宋衍蘅和殷德全，2005），而政府

审计部门对应计盈余管理亦有监督之效能。此外，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和新闻媒体作为重

要的监督力量，同样能够识别管理者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李春涛等，2016）。可见，隐蔽性较差

的应计盈余管理为市场各方所关注。在当前监管趋严和投资人及分析师等市场主体分析判断

水平逐步提升的环境下，市场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敏感性和识别概率进一步得以提高（张多蕾和

刘永泽，2016）。面对应计盈余管理的高风险，与CEO同姓的签字审计师纵然有“成人之美”之

心，但规避风险的天然偏好和“明哲保身”的现实考虑使其对此不敢造次。

此外，审计意见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高度相关。审计师对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实际上就是

对被审计单位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侦查和纠正的过程（陈小林和林昕，2011）。对于这种行为

导致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审计师倾向于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降低审计风险的途径。诸

多研究为可操控应计额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证据（Bartov
等，2000）。在日趋严格的市场监管下，审计师的风险意识大幅提升。出于规避风险的谨慎考虑，

与CEO同姓的签字审计师在满足客户对标准审计意见之刚性需求的同时，不得不将应计盈余

管理的抑制程度与标准审计意见相“吻合”，以躲避潜在的处罚威胁。据此，同姓的签字审计师

可能会有意识地遏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同姓的CEO和签字审计师之间易于进行情绪分享。在同理心的作用下，审计师能够设身处

地以对方的立场去感知其需求，并在情感依附和心理偏向的影响下，表现出利他行为。针对上

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天然动机，与CEO同姓的签字审计师是否会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客户的需

求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研究表明，当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缩小时，公司倾向于将真实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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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管理作为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方式（Cohen等，2008），通过构造真实但偏离正常经营情况的

经营活动，例如削减酌量费用、过度生产存货，改变资产处置时间等，来实现调节利润的目的。

在该方式下，经济活动的实质被改变。管理层对改变后的经济活动按照会计准则进行确认、计

量及列报，因此不涉嫌会计处理的问题（蔡春等，2013），在形式上没有违反会计准则的规定。真

实盈余管理形式上的合规性和隐蔽性很好地“反侦探”了监管部门的检查，使其游离于监管约

束之外。因此，真实盈余管理的风险水平极低（Graham等，2005）。

隐性的盈余管理可让审计师在降低自身风险的前提下，为公司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路军伟

等，2015）。因此，对同姓的审计师而言，在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受到制约时，保留并扩大隐蔽的

真实盈余管理空间是一种“稳妥”兼“理想”的弥补方式。这种“援助”能让审计师在规避风险的

同时，又“取悦”了客户。由于同姓之间的信任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与协调成本，审计师甚至可

能与客户就真实盈余管理的问题进行合谋，为客户提供智力支持，以进一步降低双方潜在的风

险来共同逃避市场的监管。由此可以合理预测，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的公司会出现较为激进

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可能降低了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

但却提高了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4年始，国务院国资委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为其控股的部分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这

一招标选聘审计师的政策有效限制了央企管理层对审计师的影响（胡海燕和唐建新，2015）。但

具体到本文研究主题，即使央企上市公司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二者的密切程度可能也极

为有限，因为他们并不是常言意义上的双向自愿选择的结果。鉴于此，本文在选取2004–2014年

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206家央企上市公司以净化样本。此外，遵照惯例还

剔除了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及变量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之后，公司年度观测值共计

16 781条。2004–2014年各年的观测个数分别为1 011、1 087、1 081、1 179、1 256、1 346、1 485、1 812、2 069、

2 210和2 245。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为CSMAR和RESSET数据库，为减轻异常值的影响，所有连续

变量在1%及99%的水平上作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

为检验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对审计结果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三个模型：模型（1）以审计

意见为检验变量，采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检验假设1。模型（2）和模型（3）均为OLS模型，分别

以应计盈余管理指标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作为因变量来检验假设2。具体模型如下：
OPit=α0+α1AUDCEOi,t +α2DAi,t +α3S IZEi,t +α4LEVi,t +α5ROAi,t +α6LOPi,t +α7MS i,t

+α8BIG4i,t +α9LOS S i,t +α10INVRECi,t +α11CURRENTi,t +α12TOPi,t

+α13S HAREi,t +α14MKTi,t +αt

∑
YEARt +α j

∑
INDUS j+εi,t

(1)

DAit=α0+α1AUDCEOi,t +α2RDAi,t +α3S IZEi,t +α4LEVi,t +α5ROAi,t +α6BIG4i,t

+α7LOS S i,t +α8OCFi,t +α9DUALi,t +α10INDRi,t +α11BS i,t +α12HHIi,t

+α13IS S UREi,t +α14OPi,t +αt

∑
YEARt +α j

∑
INDUS j+εi,t

(2)

RDAit=α0+α1AUDCEOi,t +α2DAi,t +α3S IZEi,t +α4LEVi,t +α5ROAi,t +α6BIG4i,t

+α7LOS S i,t +α8OCFi,t +α9DUALi,t +α10INDRi,t +α11BS i,t +α12HHIi,t

+α13IS S UREi,t +α14OPi,t +αt

∑
YEARt +α j

∑
INDUS j+ε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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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OP表示公司当年被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如果公司被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AUDCEO是主要的解释变量，表示公司CEO与签字审计师

是否同姓，若同姓则取值为1，否则为0。借鉴现有研究，我们控制了相关变量，详细定义见表1。

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DA为应计盈余管理指标，本文用业绩调整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操纵性

应计额的绝对值表示。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RDA为真实盈余管理指标，我们参照Cohen等

（2008），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_CFO）、异常产品成本（R_PROD）和异常费用（R_DISX）三个

分指标之和来计量，如式（4）所示。模型（2）和模型（3）中，主要解释变量均为AUDCEO，具体含

义与取值同前文。借鉴有关文献，我们在模型（2）和模型（3）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定

义如表1所示。
RDA = R_CFO+R_PROD+R_DIS X (4)

四、  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意见（OP）的均值为0.937，表明公司被出具标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OP 审计意见类型，当年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

DA 应计盈余管理指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经业绩调整的操纵性应计额的绝对值表示

RDA 真实盈余管理指标，等于异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异常产品成本及异常费用三者之和

AUDCEO CEO与签字审计师是否同姓，同姓时取值为1，否则为0

SIZE 公司规模，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LEV 资产负债率，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ROA 资产收益率，本期税后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LOP 上年的审计意见类型，上年审计意见为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

SHARE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MKT 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水平，如果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①大于当年所有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中值，
则取值为1，否则为0

BIG4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则取值为1，否则为0

MS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大于或等于10%，则取值为1，否则为0

LOSS 是否亏损，如果公司当年亏损，则取值为1，否则为0

INVREC 业务复杂度，（年末存货+年末应收账款）/年末总资产

CURRENT 流动比率，年末流动资产/年末流动负债

OCF 经上期末总资产调整的现金流，公司当年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公司上年末总资产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本/总股本

DUAL 是否两职合一，如果董事长和CEO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为0

INDR 董事会独立性，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表示

BS 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HHI 产品市场竞争，用赫芬达尔指数表示，等于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ISSUE 是否再融资，如果公司当年或此后两年内配股或增发，则取值为1，否则为0

YEAR 年度哑变量

INDUS 行业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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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为93.7%，上年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LOP）的比例为93.8%，可见这一比

例相对较为稳定。应计盈余管理指标（DA）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RDA）的均值分别为0.059

和–0.002，中位数分别为0.042和–0.003。CEO与签字审计师是否同姓变量（AUDCEO）的均值为

0.053，表明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的上市公司约占样本的5.3%。此类上市公司的样本个数为

895个。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同姓”关系（AUDCEO）和审计意见（OP）及真实盈余管

理（RDA）均显著正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DA）显著负相关
①

。

（二）回归分析结果

表3报告了模型（1）、模型（2）及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表3第（1）列揭示，审计意见与“同

姓”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提高了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概率，此与假设1一致，说明“同姓”关系显著影响了签字审计师的独立性。回归结果还显

示，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是否亏损、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及上年审计意见类型等

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年的审计意见与上年的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公司规

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较差的业绩会降

低公司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而事务所规模同样会影响这一概率。这些与以往文献的发现

基本一致。表3第（2）列和第（3）列显示，“同姓”关系与应计盈余管理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真实盈余管理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些证据支持了假设2，说明与CEO同姓的签字审计

师在显著抑制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同时，助长了客户对隐性化程度较高的真实盈余管

理的运用。也正因如此，签字审计师得以在规避自身风险的基础上，满足客户对标准审计意见

的需求。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OP 16 781 0.937 0.243 0 1 1
DA 16 781 0.059 0.058 0.001 0.042 0.300
RDA 16 781 –0.002 0.107 –0.344 –0.003 0.392

AUDCEO 16 781 0.053 0.225 0 0 1
SIZE 16 781 21.580 1.152 18.839 21.482 24.835
LEV 16 781 0.487 0.250 0.050 0.485 1.589
ROA 16 781 0.032 0.069 –0.31 0.033 0.209
LOSS 16 781 0.113 0.316 0 0 1
BIG4 16 781 0.038 0.191 0 0 1
MS 16 781 0.107 0.309 0 0 1
LOP 16 781 0.938 0.241 0 1 1
SHARE 16 781 0.164 0.179 0 0.099 0.749
MKT 16 781 0.541 0.498 0 1 1

INVREC 16 781 0.275 0.177 0.004 0.250 0.785
CURRENT 16 781 2.124 2.505 0.183 1.354 16.447
OCF 16 781 0.051 0.099 –0.276 0.048 0.383
TOP 16 781 0.356 0.153 0.088 0.332 0.750
DUAL 16 781 0.209 0.406 0 0 1
INDR 16 781 0.365 0.051 0.25 0.333 0.571
BS 16 781 2.175 0.201 1.609 2.197 2.708
HHI 16 781 0.067 0.058 0.018 0.048 0.355
ISSUE 16 781 0.197 0.397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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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分析

1. 区分签字审计师的角色

在“双 签”制 下 ， 审 计 报 告 的 签 字 人 通 常 有 两 位 （ 少 数 情 况 下 有 三 位 ） 。 依 据 我 国 财 政 部

2001年出台的《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盖章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相关解释文件，

两位签字审计师分别为项目负责人和复核人。项目负责人主导整体审计活动，负责与客户直接

沟通，并对业务的总体质量承担领导责任，因此项目负责人对公司审计具有重大影响（叶飞腾

等，2014）。复核人负责对审计工作进行复核，一般不直接参与审计现场工作。闫焕民（2015）的

研究表明，项目负责人的个人专长提高了审计质量，但复核人并不明显。Wang等（2014）发现，

相比复核人，项目负责人过去发生审计失败的比率与其当前年度所审财务报告被重述的概率

之间的关联度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合理设想，较之复核人，项目负责人与CEO之间的紧密

关系可能会对审计质量产生更为关键的作用。就“同姓”关系而言，CEO与项目负责人同姓是否

会对审计质量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为此，本文参照闫焕民（2015）的判别方法，进行了项目负责人和复核人的角色区分，并设

计了两个变量：AMCEO和ARCEO。若CEO与项目负责人同姓，则AMCEO赋值为1，否则为0；若

表 3    假设1和假设2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Z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AUDCEO 0.557** 2.27 –0.006*** –3.27 0.009*** 2.64
DA 0.310 0.39 0.186*** 13.88
SIZE 0.362*** 7.77 –0.004*** –9.10 0.004*** 5.53
LEV –2.333*** –11.24 0.040*** 18.54 0.038*** 9.93
ROA 6.542*** 9.32 0.206*** 21.40 –0.427*** –25.51
LOSS –1.001*** –6.87 0.011*** 6.10 –0.028*** –8.50
BIG4 –0.819*** –3.09 –0.001 –0.58 –0.007 –1.63
MS –0.131 –0.76

LOP 3.541*** 32.18
SHARE –0.032 –0.11
MKT –0.018 –0.67

INVREC 0.900*** 3.17
CURRENT –0.026 –0.85

TOP 1.284*** 3.64
OCF –0.083*** –16.10 0.499*** 60.75
DUAL 0.002** 2.23 0.006*** 3.01
INDR 0.005 0.56 –0.023 –1.42

BS –0.012*** –4.92 –0.008* –1.84
HHI –0.064*** –2.61 –0.002 –0.05
ISSUE 0.005*** 4.41 –0.004* –1.77
RDA 0.061*** 13.88
OP –0.006*** –2.71 0.020*** 5.73
_cons –7.438*** –7.37 0.165*** 14.84 –0.134*** –6.84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INDU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16 781 16 781 16 781
r2_p 0.530
r2_a 0.108 0.200
chi2 4 186.93
F 47.04 96.05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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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与复核人同姓，ARCEO赋值为1，否则为0。将AMCEO和ARCEO取代之前的主要解释变量

AUDCEO，代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进行回归，观察AMCEO和ARCEO的系数是否存

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表4 Panel A列示了区分签字审计师角色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模

型（1）和模型（3）中，变量AMCEO和ARCEO的系数显著性均存在差异。这说明，相比CEO与复核

人的“同姓”关系，CEO与项目负责人的“同姓”关系显著提高了公司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和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可见，若CEO与项目负责人同姓，这将对审计质量产生更为直接

的影响
①

。

表 4    进一步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Panel A签字审计师角色的影响 Panel B性别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AMCEO 0.831**（2.42） –0.006**（–2.33） 0.008*（1.89）

ARCEO 0.254（0.75） –0.006**（–2.34） 0.007（1.51）

MALE 0.686**（2.34） –0.005**（–2.37） 0.009**（2.34）

FEMALE –2.462**（–2.03） 0.005（0.22） 0.027（0.63）

MIX 0.677（1.33） –0.008**（–2.42） 0.008（1.29）

DA 0.293（0.37） 0.186***（13.87） 0.326（0.41） 0.186***（13.87）

SIZE 0.362***（7.76） –0.004***（–9.09） 0.004***（5.53） 0.362***（7.75） –0.004***（–9.11） 0.004***（5.54）

LEV –2.340***（–11.26） 0.040***（18.53） 0.038***（9.92） –2.325***（–11.19） 0.040***（18.53） 0.038***（9.92）

ROA 6.532***（9.30） 0.206***（21.41） –0.427***（–25.51） 6.560***（9.33） 0.206***（21.41） –0.427***（–25.49）

LOSS –1.004***（–6.89） 0.011***（6.09） –0.028***（–8.50） –0.997***（–6.84） 0.011***（6.10） –0.028***（–8.50）

BIG4 –0.816***（–3.08） –0.001（–0.59） –0.007（–1.63） –0.821***（–3.09） –0.001（–0.56） –0.007（–1.63）

MS –0.132（–0.77） –0.136（–0.79）

LOP 3.541***（32.16） 3.547***（32.16）

SHARE –0.039（–0.14） –0.022（–0.08）

MKT –0.018（–0.69） –0.017（–0.65）

INVREC 0.903***（3.18） 0.900***（3.17）

CURRENT –0.027（–0.86） –0.024（–0.79）

TOP 1.284***（3.64） 1.299***（3.68）

OCF –0.083***（–16.10） 0.499***（60.75） –0.083***（–16.11） 0.499***（60.73）

DUAL 0.002**（2.23） 0.006***（3.02） 0.002**（2.21） 0.006***（3.00）

INDR 0.005（0.57） –0.023（–1.42） 0.005（0.58） –0.023（–1.41）

BS –0.012***（–4.91） –0.008*（–1.84） –0.012***（–4.91） –0.008*（–1.84）

HHI –0.064***（–2.60） –0.002（–0.05） –0.064***（–2.61） –0.001（–0.03）

ISSUE 0.005***（4.41） –0.004*（–1.77） 0.005***（4.41） –0.004*（–1.77）

RDA 0.061***（13.87） 0.061***（13.87）

OP –0.006***（–2.71） 0.020***（5.73） –0.006***（–2.70） 0.020***（5.73）

_cons –7.429***（–7.36） 0.165***（14.83） –0.133***（–6.83） –7.464***（–7.39） 0.165***（14.84） –0.134***（–6. 84）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INDU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16 781 16 781 16 781 16 775 16 775 16 775

r2_p 0.530 0.531

r2_a 0.108 0.199 0.108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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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CEO与两名签字审计师均同姓的公司年度观测值为23个，将这部分样本删除后进行测试的结果与此结果基本一致。



2. “同姓”效应的性别差异

从当今的姓氏构成来看，除来自于图腾和母系氏族地望的姓氏仍保留着原始社会的遗迹

外，更多的姓氏则是父权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汪兵，2017）。就传统社会而言，男性在宗族体系中

的地位具有先赋性，女性则不同，其在宗族中的身份归属和实际地位呈现出不确定性。通常意

义上，“宗亲”以男性为本位。在漫长的宗姓文化的延续过程中，男性成为文化传承的核心主

体。在祖宗崇拜和宗族认同的观念上，男性甚于女性（唐宗力，2017）。因此，我们试图探讨，若

公司CEO与同姓的签字审计师均为男性，“同姓”效应是否较为明显？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全样本的基础上，删去CEO与两位签字审计师均同姓，且两位签

字审计师性别不同的样本，以考察“同姓”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具体地，根据同姓的签字审

计师与公司CEO的性别设置三个虚拟变量：MALE、FEMALE和MIX。如果CEO与同姓的签字审计

师均为男性，则MALE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二者均为女性，则FEMALE取值为1，否则为0；如

果二者性别不同，则MIX取值为1，否则为0。将MALE、FEMALE和MIX取代之前的主要解释变量

AUDCEO，同时代入模型（1）、模型（2）及模型（3）中进行回归，观察MALE、FEMALE和MIX的系

数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回归结果列示于表4 Panel B。从该表可知，当公司CEO与同姓

的签字审计师均为男性时，公司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明显上升，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

但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增加。当二者均为女性或性别不同时，审计结果在整体上未呈现上述特

征。这表明性别会影响“同姓”效应。

五、  稳健性测试

（一）cluster调整

我们从公司和年度两个维度对估计系数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进行群（cluster）调整以控

制潜在的异方差问题，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列示）。

（二）改变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方法

前文中的应计盈余管理，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经业绩调整的操纵性应计额的绝

对值表示，业绩的衡量为资产收益率（ROA），其通过税后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计算得出。这里，我

们改变其度量方法，重新检验假设2。一是使用未经业绩调整的操纵性应计额的绝对值；二是用

营业利润替代税后净利润度量资产收益率作业绩调整，计算操纵性应计额的绝对值，结果与前

文基本一致。此外，我们还改变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方法。前文我们用不考虑利润调节方向的

异 常 现 金 流 、 异 常 产 品 成 本 与 异 常 费 用 之 和 度 量 真 实 盈 余 管 理 的 程 度 ， 此 处 ， 借 鉴 蔡 春 等

（2013），根据三个指标变化方向的含义，按照式（5）计量真实盈余管理指标RDA_NEW。回归结

果与上文基本一致。
RDA_NEW = R_PROD−R_CFO−R_DISX (5)

（三）以2007年之后为测试区间

2007年我国实施了大面积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为避免会计准则的变化对上文研究结果

 

续表 4　进一步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Panel A签字审计师角色的影响 Panel B性别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chi2 4 188.51 4 191.32

F 46.01 93.88 44.97 91.8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模型（1）括号内为z值，模型（2）和模型（3）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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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我们选取2007年之后的数据重新回归，并未改变主测试的结果。

（四）不剔除央企上市公司样本

前文中，为保证分析的有效性，我们剔除了央企上市公司样本。此处，我们不剔除这部分样

本重新回归，并未改变主测试的结果。

（五）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PSM）对样本重

新进行回归。具体地，借鉴Guan等（2016），运用前文中的自变量，通过logit回归计算出签字审计

师和CEO同姓的公司样本（处理组）的PS值，再从签字审计师和CEO不同姓的公司样本（控制

组）中找出与其PS值最为接近的样本作为它的匹配对象，将所有匹配对象视作配对样本。检验

结果表明，采用PSM方法控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六、  结　论

本文选取2004–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的视角，我们

考察了“同姓”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CEO与签字审计师同姓的公司更

容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公司在应计盈余管理显著降低的同时，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增加。这说

明与公司CEO同姓的签字审计师会在权衡自身风险的基础上，区分盈余管理的不同方式，并选

择性地加以抑制，进而满足客户对标准审计意见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CEO与审计项目负

责人同姓时，上述影响更为明显。此外，“同姓”效应存在性别差异。这些结果表明，CEO与签字

审计师的“同姓”关系能够影响审计结果。该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这一新兴证券市场

中的审计师个体行为。其实践启示在于，基于质量控制的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CEO与签

字审计师同姓的客户，应加强对质量风险的把控；公司审计委员会在提议选聘外部审计师时，

应关注同姓因素，以尽可能隔断“同姓”关系对外部审计师独立性的潜在不良影响，切实保障财

务报告质量，对于公司已经聘用的与高管同姓的外部审计师，审计委员会应关注审计师作出的

重要专业判断，从而发挥对管理层的制衡作用。

本文为全面理解姓氏文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认知，在肯定姓氏文化正面效应的同时，

我们要正视其对个体行为决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认识姓氏文化的应有取向。本文

作为对姓氏文化视角下“同姓”关系对审计质量之影响的初步研究，未能进一步考察签字审计

师和企业高管的地域分布对“同姓”效应的具体影响，这是本文的缺陷。事实上，我国幅员辽

阔，不同地区对“同姓宗亲”观念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区别。因此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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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Surname Sharing of Auditors and CEOs Promote
Mutual Intimacy and Favoritism?

Wang Qing1, Wang Yangyang2

( 1. School of Business，Anhui University，Anhui Hefei 230601，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angxi Nanchang 330013，China )

Summary: Financial statements auditing is a significant mechanism to ensur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of which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widely concerned by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non-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in the auditor’s behavior choices. As a kind of

fictive kinship formed after the consanguinity extension，the surname-sharing relationship impacts

intimacy and closeness. However，there has been no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

signing auditors and CEOs are with the same surname on audit qua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4，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surname-sha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ing auditors and CEOs on audit quality from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audit opinio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further distinguishes the role difference，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a discrepancy on the influential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rname-sha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ing auditors with different roles and CEOs，and studi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on the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easier for companies，in which

signing auditors and CEOs share the same surname，to get standard audit opinions，along with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accrue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great  increase  in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when CEOs and audit

managers share the same surname，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the effect of the

surname sharing of auditors and CEOs.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name sharing of auditors

and CEOs damages audit qua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gning auditor’s decision-making，and then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udit quality; meanwhile，it also provides new micro-evidence for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embedding” into the formal ones.
Key words: CEO; signing auditor; surname sharing; audit opinion;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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